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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重新梳理和认识媒介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 ,运用制度演化理论纵观中国百年

来新闻发展史 ,审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认为 ,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

型过程中 ,每一种政治模式都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 ;媒介制度的演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

发达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 ;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解

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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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制度与社会息息相关。英国传媒学者尼古

拉斯·加汉姆在《解放 ·传媒 ·现代性 :关于传媒

和社会理论的讨论》一书中指出 :“社会传播的结构

和进程已经深深地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

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 ? 以什么样的形式说 ? 对谁

说 ? 出于什么目的 ? 有什么样的影响 ? 这些因素在

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力量。对其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来

研究”[ 1 ]。不论从历史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 ,媒

介制度 ,特别是媒介体制的生成、演化与社会制度、

社会结构的变迁的确难以分开。

一、媒介制度系统的

耦合性与“互嵌”

　　媒介制度指嵌入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

的媒介组织以及媒介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

规则。宏观管理制度、采编制度和经营制度构成了

媒介的制度系统 ,媒介制度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其

他制度系统一起构成了社会制度系统。

制度演化理论认为 ,制度系统间存在独立、耦合

与互斥这 3种关系 ,类似于生态学中不同物种之间

的“互不影响关系 ”、“共生共存关系 ”和“竞争关

系”。著名制度博弈论专家青木昌彦将制度之间的

关系概括为“嵌入”、“捆绑 ”和“互补 ”。嵌入关系

大体上是指各种制度的实施后果互相影响的关系 ;

捆绑关系和互补关系也就是耦合关系 [ 2 ]。制度的耦

合关系又可以分为“强耦合关系”和“弱耦合关系”。

“强耦合关系是指一项制度的变化将导致与它有耦

合关系的其他制度完全丧失功能 ;弱耦合关系是指

一项制度的变化将降低而不是完全丧失与它有耦合

关系的其他制度的功能”[ 3 ]。由于制度系统之间耦

合关系的不同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在媒介宏观管理

体制、媒介采编制度与媒介经营制度 3个层面上的

演变步骤并不统一。

一方面 ,媒介制度的演化取决于制度系统内部

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如果从媒介制度系统

内部的关系来看 ,媒介宏观管理体制、媒介采编制度

与媒介经营制度这 3个制度层面既有关联性 ,又有

层次性。从关联性来看 ,这三者相互影响 :媒介宏观



管理体制与媒介采编制度的耦合关系要强于其与媒

介经营制度的关系。在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中 ,媒介

宏观管理体制与媒介经营制度的耦合关系最弱。媒

介制度系统的层次性则表现在媒介宏观管理体制是

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而媒介采编制度与媒介经营制

度都是前者的派生制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体

制的安排状况。

另一方面 ,媒介制度变迁也取决于媒介制度系

统与其他制度系统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间的耦

合关系 ,以及它们之间这种耦合关系的强弱。从媒

介制度这 3个层面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耦合关

系而言 ,媒介经营制度与政治制度是弱耦合关系 ,因

为媒介经营制度的变化不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功能变

化 ,相反 ,它与经济制度系统的耦合性较高 ,经济领

域的营销、管理、投资等模式的变化将直接传导到媒

介经营制度 ;而媒介宏观管理体制与政治制度是强

耦合关系 ,每一方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对方制度功能

发生改变 ,媒介制度通常随政治制度的变迁而变迁

(文章重点论述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

关系 ,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不是本文考

察的重点 ,在此不予解释 )。我们可以用集合的概

念表示这种关系 :如果把制度系统看作是一个集合

的话 ,那么媒介制度集与政治制度集、经济制度集相

互交错 ,其中媒介宏观管理体制位于政治制度集内 ,

媒介经营制度位于经济制度集内 ,而媒介采编制度

则位于 3种制度集重叠领域 (图 1)。

图 1　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嵌入”关系

通过图 1可知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的“嵌入”关系意味着 ,政治制度集的变化可以通过

影响媒介宏观管理体制而影响媒介制度的变迁 ,经

济制度集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媒介经营制度进而影

响媒介制度。当经济制度集与政治制度集的演化不

同步时 ,表现在媒介制度集上则是媒介经营制度的

变革远远超出媒介宏观体制改造。而媒介采编制度

介于这 2种变化之间。

通过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

解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以百年

中国新闻史上的媒介宏观管理体制的发展和演变为

例 ,可以清晰地看出媒介制度为何以及如何受制于

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

二、制度耦合性决定媒介

宏观管理体制与政治

体制同步演化

　　制度演化的规律表明 ,一个社会中单项制度或

制度系统的演化首先与它的初始状态有关 ,其次与

单项制度之间或制度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有关。它

的演化规律通常是“具有强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

会整体共时突变 ,具有弱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可

能会整体共时突变 ,也可能按照最优次序整体历时

渐变。具有层次关系的各项制度会逐步顺向扩展或

者逆向扩展 ,具有独立关系的各项制度子系统的演

化会遵循时序无关性原则随机演化”[ 3 ]。显然 ,在任

何一个国家 ,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都具有较强的耦

合性 ,尤其是媒介制度系统中的媒介宏观管理体制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

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

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 4 ]。一般来说 ,

媒介制度是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

主宪政国家 ,媒介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种

权力 ,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但在非宪政国

家 ,媒介制度尤其是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往往成为

中央集权制度的一部分 ,媒介制度受到政治制度安

排的制约 ,在某种程度上 ,媒介制度变迁与政治制度

变迁是亦步亦趋的。Keane等人关于媒体与政治的

研究表明 :“在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基础上 ,便会形成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而政治制度的建构亦会导致媒

介体制的建立 ,并影响媒介表现 ,因此 ,不同政制下

的媒体和国家互动关系便会有所不同”[ 5 ]。施拉姆

所讲的报刊 4种理论实际上是与 4种政治制度相对

应的。不同政治制度构成了媒介制度的最大约束条

件 ,它设定了媒介的角色、活动范围及其功能。有学

者指出 ,“威权主义下的报业体制 ,媒介从属于国家

机器 ,其主要任务在于宣扬国策、阐扬政令。共产主

义的报业体制中 ,媒介则是扮演煽动者、组织者、宣

传者、教育者的角色。而自由报业的思想却认为 ,媒

介除了需要扮演告知信息角色外 ,媒介面对国家时 ,

更需要采取监督 ,甚至对立的态度 ”[ 6 ]。麦奎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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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媒介和政治密不可分。首先 ,每个国家都有经

过政治体系协商而成的法律、管理与政策 ,这些制度

对媒介的管理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了政治利益。其

次 ,媒介会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 ,必须顾及与政治的

关系”[ 7 ]。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同步演化 ,在中国

社会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出版法律《大清报

律》及第一批新闻法规都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 ,

这和当时的政治改良是同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出现在 1912年前后 ,这得益于

辛亥革命后政治制度层面宪政体制的确立 ,但是当

这种政治体制遭到袁世凯的篡改后 ,报刊审查制度

便代替了出版自由制度 ,媒介自由也就名存实亡了 ,

“癸丑报灾”使报刊总数由 400多种下降到了 100

来种即是现实。1949年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

建立 ,私营媒介随之消失。1956年随着国内政治气

候的变化 ,《人民日报》及其他地方党报纷纷改版 ,

但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使得媒介改革中断。实

际上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3次重要的新闻改革 ,即

1942年的《解放日报》的改版、1956年《人民日报》

的改版以及 1978年以来媒介的“事业化管理、企业

化经营”无一不是与政治运动或政策变化相关联

的。可见 ,政治变化对媒介制度的影响之深远。

近代至今 ,中国的政治变迁跌宕起伏。中国自

19世纪起便开启了“千年未有之大局”的社会转型

过程 ,也可以称之为“现代化”过程。在总结 19世

纪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时 ,萧功秦先生将其划

分为 6个时期或者说 6次政治选择 :清末开明专制

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

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

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萧功秦认为 :“六次政治选

择”中的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 ,这一

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 ,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

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 ,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

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第二次是从 1911～

1913年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

次是 1914～1928年 ,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

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

1928～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

第五次是 1949～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

经济现代化模式①。第六次是 1978年到现在的邓

小平新政模式 ,萧功秦将它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

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②。为了更好地说明中

国的这 6次政治选择 ,萧功秦用 6个强人的名字进

行概括 :即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

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 [ 8 ]。

相应地 ,每一种政治模式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 ,

这种媒介体制既可以通过这一时期颁布的媒介宏观

管理体制体现出来 ,而且也可以通过一些具有标志

性的媒介事件体现出来。这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表

1来具体说明。

萧功秦将中国政治转型的时间节点置于洋务运

动而不是鸦片战争这一点固然值得商榷 ,但这之后

的概括无疑是简洁而精当的。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

次政治转型都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

换句话说 ,媒介制度的演进与政治转型几乎同步。

政治制度的变化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也可以从

前苏联的媒介制度变迁中看出来。列宁在十月革命

后 ,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媒介体制”,媒介成为苏共

党的喉舌 ,私营媒介全部改造成国有。这当然是由

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斯大林时期强化了

这一媒介体制。但是到了 20世纪 80年代末 ,戈尔

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 ,苏联的媒介制度随之出现了

重大变化。1990年 6月 12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

过《传媒法》,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 ,俄罗斯联邦继

续执行《传媒法》。《传媒法》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

播电视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做了彻底的改变。2000

年 ,普京亲政后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再度调整 ,俄罗

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遂转型为兼具英国的形

式与法国管理内涵并适合于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

共服务体制”[ 9 ]。由此可见 ,政治制度变迁与媒介体

制演化具有高度的耦合性。

三、媒介制度变迁与中国

社会结构演变高度相关

　　考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 ,除了与政

治制度同步外 ,媒介制度的演变还往往与学校教育、

社会团体的发达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着一种

911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　第 12卷　第 1期

①

②

萧功秦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 ,指的是运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 ,渗

透于社会的基层细胞 ,通过执政党运用革命意识形态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动员 ,

来实现某种既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的政治模式。

何增科在《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政治转型》中也认为 :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政治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经过 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

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 ,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

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 ,它兼具集权体制和威权体

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 ,其中尤以官僚权威主义体制特征为主 ,

因此又被称为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中国正处于通过政治改革从全能主义向

权威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期。



表 1 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模式与媒介制度的同步演化

政治选择 政治模式 媒介宏观管理体制 媒介管理制度 (成文规则 ) 标志性媒介事件

清王朝的开明

专制化运动

(1850～1910)

慈禧模式 极权主义模式

《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

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

律》、《钦定报律》

1903年 5月的“苏报案”、1911年 7

月《大江报》被封

早期议会民主

(1911～1913)
孙中山模式

自由主义模式

(言论、出版自由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保障言论、出

版、结社自由的条款、1912年 3月

取消《暂行报律》

1912年 6月 ,中国报界促进会通过

“不认有报律案”

军事强人型的新

权威主义模式

(1914～1928)

袁世凯模式
极权主义模式

(新闻审查 )

1914年《报纸条例 》、《出版法》;

1915年《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

例》等

“癸丑报灾”; 1913年 3月 ,袁世凯

政府下令实施新闻预检 ; 1917年 5

月北洋政府宣布实行新闻邮电检

查 ; 1915年邵飘萍遇害 ; 1926年林

白水遇害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

的权威主义模式

(1928～1949)

蒋介石模式 威权主义模式

1928年 6月《指导党报条例》、《指

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

例》; 1929年《宣传品审查条例》、

1930年《出版法》等

1932年蒋介石禁邮《申报》; 1933

年《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

被杀害 ;对左翼报刊及记者的封杀

全能主义计划体制

(1949～1976)
毛泽东模式 计划主义模式

1948年 11月《中共中央关于新解

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

法的决定》、1949年 12月《关于统

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

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1950

年《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

案》等文件

取缔外国人创办的媒介 ;开展对私

营新闻事业的改造 ;《大公报》改为

《前进日报》;建立“条块分割 ”的

媒介体制与媒介布局 ,媒介整合政

治体制

后全能主义技术专家

型的新权威主义

(1978年至今 )

邓小平模式
一元体制、

二元运作模式

1990年《报纸管理暂行规定 》、

1992年《新闻出版保密规定 》、

1997《出版管理条例》与《广播电

视管理条例》、2006年《外国通讯

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

办法》、2007年《关于新闻采编人

员从业管理的规定 (试行 )》等

1978年财政部同意《人民日报》试

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1979

年《解放日报》刊登广告 ; 1985年

《洛阳日报》自办发行 ; 1987年《广

州日报》扩版 ; 1995年《华西都市

报》诞生 ; 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

团成立 ; 1999年“博瑞传播”上市

等

同步演化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发展、社会团体的兴

盛以及工商业的繁荣都是媒介发展的重要条件 ,它

们与媒介制度变迁互为因果 ,共同演进。

首先 ,媒介制度与社会教育的发达及受教育人

口的比例变化同步演化。以近代中国媒介的出现与

繁荣为例 ,近代新式学校的出现既为媒介培养了传

播者 ,也为媒介培养了接受者。学校通过新的教学

方式、教学内容改变了受教育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

观念 ,为媒介的创办打下了人才基础和观念基础。

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的出现为中国培养了第一

批媒介人才。在国人第一份成功报纸《循环日报》

出现的 1874年前后 ,中国受教育人口已经大大增

加 ,许多人进入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 ,学习西方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这既为西方媒介制度在

中国的移植储备了人才 ,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报

刊的读者群 ,对中国媒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剑桥晚清史》统计 , 1877年有 6 000人进入教会

学校学习 ,到 1890年上升为 16 836人 ,到 1906年又

上升为 57 683人。除 2 000多所小学外 ,到 1906年

共开办了近 400所高等专业学校。与此同时 ,国内

教育也发展起来 ,随着 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

新式教育开始在中国兴起 ,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

立了广方言馆 , 1864年在广州 , 1866年在福州都成

立了同样的学府。据学部统计 , 1904年在新式学堂

就读的学生总数仅为 92 169人 ,而到 1909年则急

增至 1 560 270人 [ 10 ]。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 ,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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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学生数为 300万 ,是 1905年的 12倍 [ 11 ]。教育

的发展与普及给中国媒介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

条件。实际上 ,早期新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

渠道而不是报刊渠道 ,这其中有大众媒介不发达的

原因 ,也有社会结构中文盲和半文盲占太大比重的

原因。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 ,受教育人群的扩大 ,有

文化的人群比例迅速提高 ,人口的文化结构得以改

变 ,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成型 ,他们便成为中国

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①。“不论从政治、社

会或文化的视角看 ,现代知识分子都与传统的士绅

阶级有重要的不同。大体而言 ,这一阶层是在转型

时代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 ,在 20世纪的政治、社

会与文化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传

播新思想方面 ,他们是主要的社群媒体”[ 12 ]。当教

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大众传播媒介就具备了担当

的条件。报刊的出现很快使它替代了传统的学校教

育的传播功能 ,成为超过教育传播渠道的主要传播

手段。可以说 ,现代意义上的媒介是在新式教育的

发展和普及催化下逐渐演化出来的 ,并得以生存和

发展。

其次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团体的兴盛相

始终。这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与国人第一次创办

学会高潮的“同步”中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媒介制

度变迁史上 ,报馆与学会及社团同时出现。学会作

为一种民间团体 ,类似于今天的“非政府组织”,又

似“政党”的前身 ,它不同于政府机构 ,而是独立于

政府之外独立活动的组织。报业总是伴随着社会团

体的发达、民间机构的发达而发达的。近代报业的

诞生 ,尤其是政论报业的诞生直接源于学会。学会

最早通过报纸进行启蒙 ,宣传新思想。尽管文人结

社的制度在中国早已有之 ,但一直受到压制 ,现代意

义上学会出现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中国出现

的第一个学会是西方传教士创立的“广学会”② ,广

学会创办的报纸《万国公报》在中国媒介史上影响

深远 [ 13 ]。当“学会”这种团体形式在文人和官员中

的影响越来越大时 ,中国人也开始认识到“学会”具

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 ,于是“学会 ”渐渐兴盛起

来 ,报刊也随之兴盛。据统计 ,从 1895～1898年 ,一

共存在 76个学会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学会是由士

大夫阶层创建的 ,这些学会分设在 10个省和 31个

城市 ,其中 25个在内地。在传播新思想方面 ,学会

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足的重要

组织手段 [ 10 ]。学会一般都通过创办报刊来传播其

思想、主张 ,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实际上是国人第一

次创办学会高潮的产物。本文仅列举近代几份有影

响的报纸与学会的渊源关系来看报刊与学会的同步

演化脉络 (表 2)。

表 2 近代学会与报刊的同步演化

学会 创办者 创办报刊 创办时间

广学会
林乐知等

传教士
《万国公报》

1868年创刊 ,

1889年复刊

北京强学会 康有为
《万国公报》(后

改为《中外纪闻》)

1895年 8月 17日

1895年 12月 16日

上海强学会 康有为 《强学报》 1896年 1月 12日

南学会
江标、

唐才常等

《湘学新报》、

《湘学报》、《湘报》

1897年 4月 22日

1898年 3月 3日

　　从表 2可见 ,创办报刊的高潮也即创建学会的

高潮。学会的出现伴随着报刊的出现 ,先有学会而

后有政论性报刊 ,先有西方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而

后有中国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仅从康有为成立的

强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等成立的广学

会刊物《万国公报》同名上这一点可以看出 ,维新派

不仅在思想上 ,而且也在媒介制度上克隆了外国传

教士的做法。社会团体的兴盛在五四时期与媒介的

兴盛也是同步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

时期 ,五四后仅短短 1年时间 ,各种新出版物就增加

至 400余种 ,与此相联系的是各种社团的崛起。

“实际上 ,新期刊的大量涌现不过是社团崛起的伴

生现象”[ 14 ]。在“五四”新社团中 ,有著名的“国民

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 ”、“北京大学平民

教育讲演团 ”、“工学会 ”、“新民学会 ”、“互助社 ”

等 ,许多团体的机关刊物即以社团名称命名 ,如《国

民》、《新潮》、《少年中国》等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媒

介的演化是与社会团体的发达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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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4～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改良

社会的自觉意识 ,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知识精英

致力于办报来动员“舆论 ”,以实现对中央政权的影响。梁启超分别于 1895

年和 1896年创办了《强学报》和《时务报》, 1898年变法失败后又在日本创刊

了《清议报》(1898)和《新民丛报》(1901)。严复仿照梁启超创办了《国闻报》

(1897) ,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革命派也很快创办了自己的报纸 ,

如章炳麟的《苏报》(1897)、《国民日报》(1903)。据统计 ,到 1906年 ,仅在上

海已出版 66种报纸 ,全国在这一时期发行的报纸总数达 239种 ,知识分子群

体是办报的主力。

1887年 11月 1日 ,传教士办的“同文书院”在上海成立 , 1894年后改

译为“广学会”,它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大出版机构。它的英文名称为“The

Society for the D 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照字面直译为“在中国人中间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 ”。广学会的目

的不只在出版基督教书籍 ,而也要通过出版刊物对中国人进行“启蒙 ”,使他

们思想“开放起来”。实际上 ,《万国公报》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以后 ,中

国人创办的报刊逐渐多起来。维新派、革命派等相继接过《万国公报》的办报

传统 ,开始在中国的媒介领域唱起了主角 ,传教士的刊物在民国以后逐渐淡出

了国人的视野。



总之 ,学会、学校、报刊这 3种工具和机构相互

促进、相互支持。一方面 ,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创

立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 ;

另一方面 ,在新式学堂和学会中 ,报纸被广泛阅读和

讨论①。这些启蒙工具和启蒙活动不但极大地改变

了中国人的观念结构 ,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还

在中国第一次营造出一种“公共舆论”的氛围。因

为这些新的传播体系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

集中起来并加以宣扬 ,现代社会舆论的出现是 1895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新发展。正如论者所言 :

“在转型时代 ,报刊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

出现 ,互相影响 ,彼此作用 ,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

空前未有的高峰”[ 12 ]。这种制度变迁造成了深刻的

影响 :中国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长远看来 ,

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 :

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 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

的启端 ,另一个就是公共舆论的展开。19世纪中叶

以来 ,中央政府权力的萎缩 ,地方绅权的扩张 ,接管

许多地方公益事业 ,同时外国租界在许多城市出现 ,

形成一些‘国家机关’以外的公共领域。但这些发

展都只是导致公共领域的间接因素 ,而上述三种制

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才是直接因素 ⋯⋯那时 ,在一

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 ,报刊杂志、学校与学

会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 12 ]。

当下正在进行的媒介制度变迁也是如此 ,媒体、

学校与公共社团仍然紧密相联 ,共同演化。仅凭媒

介或媒介从业人员本身的力量是无法推进中国媒介

制度变迁的。可以想象 , NGO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

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会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作

用②。没有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公共领域的兴起 ,媒

介的转型将无法实现。展江认为 :新闻媒介无论是

私营、公营还是国营体制 ,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

有这样那样的日常联系。甚至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

公民社会中活跃的成员 ,并且与其他社团等非政府

组织 (NGO )有着积极的互动 [ 15 ]。实际上 ,社会结构

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均衡的。

K·巴基和 S·巴里克曾经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

社会关系分为 4种类型 : (1)强国家、弱社会 ; (2)强

国家、强社会 ; (3)弱国家、强社会 ; (4)食利国家 [ 16 ]。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两者的关系始终维持在“强

国家、弱社会”的状态 ,尽管民国年间的政府相对衰

弱 ,但社会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 ,这直接决定了中国

媒介的演化轨迹。随着当代中国改革的推进 ,多元

化利益的出现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逐渐显现 ,客

观上会促进媒介从单一的国家领域中解放出来 ,这

种“解放”即一种媒介制度的重新调整与安排 ,除了

借助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力量 ,显然还需要其他社

团的参与。

最后 ,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变也与中国工商业的

发展相同步。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 ,工商业

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媒介体制的自由化 ,但媒介

的发展与转型总是奠定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西方媒介从政党报刊演化到大众报刊是商业经济发

展的自然结果 ,经济环境的变化显然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促进因素。中国媒介的演化似乎也遵循这一规

律 ,至少晚清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说明了这一点。

近代以来 ,工商业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 ,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资产阶级队伍迅速

壮大 ,市民阶层逐步出现。这既为中国媒介的产生

与发展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也为其准备了消费市

场。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 ,一部分商业投资涌向了

媒介领域 ,从而造就了中国第一批商业媒介 ;工商业

的发展也为媒介提供了经济来源 ,使得媒介能够依

赖广告而生存 ;同时通过学习效应 ,媒介还可以借鉴

工商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

媒介的演化。中国近代以来媒介的演化与中国工商

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始于 19世纪前后 ,

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移

植西方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结果。此时中国的机器工

业开始出现 ,中国开始逐步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

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结

构都受到一定的冲击 ,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1894年 ,中国大约有 216个机器矿产和小型公司 ,

包括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私办 ,工人总数为 9

万至 10万。中国城市自 1840年以后也开始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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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长沙的岳麓书院 ,山长王先谦鼓励学生阅读《时务报 》。它

们创造了一种活跃的思想气氛 ,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影响日益扩大。

NGO ,英文“non2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 ,是指在特定法

律系统下 ,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

其他法人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NGO不是政府 ,不靠权力驱动 ;也不是经济体 ,尤其不靠经济

利益驱动。据调查 ,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 200万个 ,工作人员超过 900万

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 (NGO ) ,是与美国“大社会 ,小政府”的制

度结构相配套的 ,也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NGO在中国

有两种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 NGO ,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 ;另一种

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 NGO有

300家左右。中国 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 ,如北京的

“自然之友”,天津的“绿色之友”等。



化 ,一些城市在开辟通商口岸、建设工厂企业中兴

起。1843～1893年 ,中国城镇人口由 2 072万增至

2 350万 ,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由 5. 1%上升至

6% [ 17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 ,社会阶层分化和人

口流动加快 ,出现了工商业者、教师、店员、工人等不

同阶层 ,这为近代报刊的产生准备了社会条件。

在社会结构上 ,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

兴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商人阶

级越来越具影响力 ,在传统的官僚阶层之外 ,实业家

或企业家成了另一个相对强势的阶层。中国的商业

资产阶级最早在一些沿海港口城市产生 ,并随着工

商业的发展规模迅速壮大。辛亥革命以后这种趋势

更加明显 ,商业组织遍地开花就是一个例证。据统

计 , 1912年 ,农商部列举的主要和次要的商会就有

794个 ,计有 196 636个会员。加上没有统计进去

的 ,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

150万至 200万人 ,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 0. 5%。这

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 ,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

集团相比 ,商人的数目远比军官的数目 (17 000人 )

以及学生的数目 ( 30 000人 )、归国留学生的数目

(35 000人 )、官员的数目 (50 000人 ) ,甚至比上层

绅士的数目 ( 200 000 )都多得多 [ 10 ]。辛亥革命以

后 ,中国的工商业继续发展 , 1917～1923年堪称中

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民族资本主义加速发展 ,新

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出现。以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为

例 ,仅在 1918和 1919年 ,就创办了 96家银行 ,而在

1912年末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就有 140家 [ 10 ]。这些

最具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开放口岸 ,尤其是

上海 ,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变革 ,成为现代

化进程中的精英。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投资报业 ,如

实业家张骞、史量才投资《申报》、吴鼎昌投资新记

《大公报》等 ,此外如狄楚青、张竹平等都是以实业

家的身份进入报业领域的。没有工商经济的发展及

商人阶层的出现 ,就不会有中国的商业媒介。随着

现代企业的发展 ,都市化进一步加快 ,城市人口迅速

增长 ,这就为中国媒介的出现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庞

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近代第一份国人自办成功的精

英报刊《循环日报 》出现在经济相对繁荣的香港 ,

《申报》、《新闻报》能够在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出现决

非偶然。

需要指出的是 ,强调媒介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同步演化只是一种现象 ,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工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意

味着集权主义的媒介制度一定会向自由主义的媒介

制度转型 ,新加坡的媒介就是一个例子。但经济的

发展的确可以加速媒介制度变迁 ,至少工商经济的

发展内在地需要新闻自由。经济的繁荣源自效率的

改善 ,效率的改善源于企业间的竞争 ,企业间的竞争

需要完全、透明的信息 ,完全、透明的信息客观上需

要新闻自由。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的研究指出 :新

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 18 ]。中国

经济发展尤其是以金融、证券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新闻自由 ,因为“信息透明”是金

融、证券等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信息透明意味着

交易成本的降低。反过来 ,新闻自由也能够促进经

济发展①。另外 ,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改变社会结

构、人口结构、观念结构进而影响政治制度安排 ,再

传导到媒介体制上来 ,也可能通过创造市场需求 ,提

供制度示范给媒介以直接影响。

四、结　语

　　由于媒介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之间

具有密不可分的“耦合性”,这种“耦合性”决定了媒

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形成了某种关联与互

动。显然 ,媒介制度结构也深深“嵌入”于社会的政

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 ,其变迁与社会的政治变迁或

经济社会变迁保持高度的关联性。中国媒介制度变

迁的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以史为鉴 ,可以知

兴替。百年新闻史上的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

关联与互动 ,为理解当下的中国媒介变迁或许能够

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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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 i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oc ia l change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a

PAN Xiang2hui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m ication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media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s deep ly“embedded”in societyπs political, econom 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maintains a high degree of relevance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ocial, political

or econom ic changes. W ith the strong coup ling between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media system , the later

depends largely on the form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every kind of political model corresponds to a

media system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2
ments, the evolution of media institution keep s a synchronous relationswith school education, level of de2
velopment of social group s, as well as the ris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system“coup ling”in the

system inside and outside can exp lain the level and regularity of Chinaπs media system evolution.

Key words: media institution; political system; cooperatio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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